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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视角下的 《经行记》
研究∗ ①

肖超宇

【摘　 　 要】 唐代人杜环根据自己在中亚、 西亚、 北非等地区的游历见

闻撰成 《经行记》。 该书虽已散佚， 但其现存部分实为以唐代西域及中亚地

区多民族社会与多元文化为主的民族志文献。 前人关于 《经行记》 的研究

多集中在名物、 史地、 行程线路等方面， 对书中民族志材料及作者的文化认

知关注较少。 《经行记》 不仅呈现出作者杜环在汉文化背景下对域外族群与

宗教文化的整体性认识， 而且反映了中亚、 西亚、 北非等地区的人们生活与

习俗的多元化特征。 《经行记》 的民族志内容由整体认知观念与地方性知识

构成， 它们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中古时期汉文化关于域外社会的知识体系及其

文化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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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行记》 是唐代人杜环根据自己在中亚、 西亚和北非等地区的游历见

闻撰成的一部行记。 该书详细记载了公元 ８ 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及其周邻政

权治下广大地区的民族、 物产以及风俗文化， 是研究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
语言文字、 中外关系等， 尤其是民族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史料。 《经行记》 虽

已散佚， 不过原书的许多内容已被收录在 《通典》 《太平寰宇记》 等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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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后世仍能借此探究杜环笔下丰富多彩的异域社会。 《经行记》 是汉文史

料中第一部翔实记载西亚、 北非地区风土人情的亲历纪闻， 也是最早记录伊

斯兰教及其文化的文献资料， 书中不仅保留了大量有关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习

俗的记载， 而且反映出汉文化背景的中原士人对域外异民族文化的认知， 具

有非常宝贵的民族志价值。
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 它旨在描述异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以供与

作者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阅读。 民族志也代表一种研究方法， 它强调以

整体的观念编排材料， 向读者呈现另一种文化的层次性和整体性。 高丙中认

为民族志的演进可划分成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的民族志是 “自发性

的、 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① 本文讨论的 《经行记》 即属于此类民族志。
这一阶段的民族志的写作理由和阅读动力主要聚焦在 “新奇”， 作者不可能

经过人类学训练， 按照其学科规范书写文本， 甚至也不会做出对知识生产过

程的反思。 不过， 像 《经行记》 一类的古代民族志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刘正寅指出：

民族志文献不仅是对历史时期民族发展进程的客观记录， 而且还反

映了民族志书写者的思想观念、 认知的视角与认知程度、 书写的动机与

作用， 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 文化异同等。 通过对多语种古代民族志文

本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解读出民族活动的客观真实， 而且还能揭示出

书写行为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造成族际认知的差异， 从而探讨出民族志

文献书写的演变轨迹、 发展趋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构建出民族志书写

的中国传统话语体系。 ②

因此， 本文拟从民族志视角出发， 考察 《经行记》 如何整体性地呈现

对域外社会的文化认知， 探讨 《经行记》 与其他文献的认知差异和作者杜

环的书写观念， 进而分析 《经行记》 作为民族志文本的建构过程及其产生

的文化影响。

一、 《经行记》 的作者、 成书背景与研究状况

《经行记》 的作者是唐代人杜环， 不过史料中关于杜环的记载很少， 仅

能从 《通典》 得知他为杜佑族子， 曾作为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的一员，
参加与大食的作战： “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 天宝十载至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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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初， 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 著 《经行记》。”① “天宝十载至西海” 一

事， 乃指唐军在怛罗斯之战失利后， 杜环被俘至大食国。 从此杜环开启了在

西亚、 北非等地长达十余年的行程， 直到宝应元年 （７６２ 年） 才随商船由海

路返回大唐。
唐天宝十载 （７５１ 年）， 杜环正在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中服役。 从 《经行

记》 的内容看， 杜环的文化水平较高， 可能在军队中担任某种官职。 由于

安西镇守使高仙芝错杀石国君主， 石国王子为替父报仇， 遂向大食国请兵

攻打唐朝。 当时阿拔斯王朝东部的呼罗珊行省长官阿卜·穆斯林同意出兵，
大食国军队经拔汗那进入突厥地区， 与唐军在怛罗斯发生会战。 唐军在怛

罗斯之战中败退， 大批士兵被俘， 杜环亦在其列。 不过当时的战俘不同于

囚犯， 仍能保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权利。 杜环随大食国军队返回呼罗珊， 途

中经过碎叶、 石国、 康国等地， 抵达行省首府末禄城后， 杜环在这里居留

了较长时间。 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上台之际， 帝国西部及其周边地区

爆发动乱， 而哈里发此时正着手修建新的国都巴格达城， 于是他下令调动

呼罗珊军前往亚俱罗， 一方面参与巴格达的兴建， 另一方面准备平息西部

的战乱。② 杜环详细记录了他在大食国都的见闻， 之后他又随军西行， 经过

苫国、 拂菻， 来到地中海沿岸， 然后抵达摩邻国参与军事行动。 摩邻地区的

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 杜环在此役之后便踏上归途， 他从红海港口启程， 沿

阿拉伯海、 印度洋航行， 途中还经过了师子国， 最后由广州登陆返回

大唐。③

由于 《经行记》 原书已经散佚， 故其现存内容仅见于 《通典》 《太平

寰宇记》 等书中。 杜佑是杜环的族叔， 他在 《通典》 里曾大量引用杜环的

记载， 应该是见过 《经行记》 原书的， 其引用内容较他书更为可信。 事实

上， 《太平寰宇记》 《太平御览》 《通志》 《文献通考》 《新唐书》 所引 《经
行记》 相关内容， 除了个别字句外， 基本与 《通典》 一致， 因此研究 《经
行记》 的学者应当留意 《通典》 的版本情况。 目前通行的 《通典》 点校

本， 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 取日本影印北宋本、 傅增湘校南宋本、 明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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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刊记本、 清武英殿本通校， 以宋刻元递修本、 明人抄宋本、 明王德溢、
吴鹏校刻本参校，① 校勘工作尤为精细。 不过， 从使用的方便程度而言，
《通典》 因体量甚巨有所牵碍， 而王国维的 《古行记四种校录》 本和张一纯

的 《经行记笺注》 本亦可资利用， 后者由中华书局出版， 是目前比较易得

的本子。
中外学者关于 《经行记》 的研究成果颇丰。 晚清学者丁谦较早注意到

《通典》 里引用的 《经行记》 内容， 撰有 《唐杜环经行记地理考证》， 该文

收录在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之中。② 与此同时， 王国维利用明嘉靖本 《通
典》 辑出 《经行记》， 收入其著 《古行记四种校录》。③ 张星烺、 冯承钧、
向达、 陈垣、 白寿彝、 岑仲勉等前辈学者也都十分重视杜环的著作， 他们在

论著中多次使用 《经行记》 展开研究。 国外学者一方面翻译了 《经行记》
的文字， 如亨利·玉尔 （Ｈｅｎｒｙ Ｙｕｌｅ） 和夏德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分别将 《经
行记》 拂菻国部分译为英文， 后者还作了详细注释； 另一方面也注重利用

《经行记》 从事研究， 如白鸟库吉使用 《经行记》 中的材料撰成 《大秦国及

拂菻国考》。④ １９６２ 年， 张一纯在参考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 《经行

记》 进行了笺注。 笺注本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对 《经行记》 更广泛的关注，
如宋岘考证了杜环在大食国的游历路线及其参与修建巴格达城的事迹， 丁克

家对笺注本作了考论和补注， 亚历山大·阿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ｋｉｎ） 完成了

《经行记》 英文译注工作，⑤ 这些著述充分展现了杜环 《经行记》 的研究价

值。 不过， 作为一部关于中亚、 西亚与北非地区的汉文民族志文献， 前人对

书中体现的文化异同、 认知视角以及作者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却鲜有关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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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所以拟从民族志角度深入探讨 《经行记》 反映的书写者认知、 异文化

社会及其民族志价值， 原因正在于此。

二、 《经行记》 反映的文化整体性认知

《经行记》 原书已散佚， 杜佑 《通典》 的引文共有 ７ 个片段， 分见于卷

１９１ ～ １９３ 的 《边防典》 中。 该书目前仅存 ２１００ 余字， 内容涉及中亚、 西亚

和北非的地理范围、 山川河流、 风土物产、 居民饮食、 生活风俗、 节日禁

忌、 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 杜环十余年间先后到访拔汗那、 康国、 石国、 末

禄、 大食、 苫国、 拂菻、 摩邻和师子国等国家和地区， 其足迹范围大致包括

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伊朗、 伊

拉克、 叙利亚、 摩洛哥、 埃及、 利比亚和斯里兰卡等地。 由于 《经行记》
涉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宽广， 故而能够充分反映出杜环对域外文化的整体性认

知。 对有别于唐代中原文化的文化类型， 杜环自然地将之与华夏秩序观影响

下的族群身份界定相联系， 所以他把中亚、 西亚以及北非的人群与社会视为

华夏文化边缘的 “胡” 及 “胡文化” 的延伸， 在文本上则显示出华夏文化

影响下的整体性叙事特点。
杜环在他西行的第一站 “拔汗那国” 条提到： “从此 ［国］ 至西海， 尽

居土室， 衣羊皮叠布， 男子妇人皆著靴， 妇人不饰铅粉， 以青黛涂眼而

已。”① 其后杜环又谈道： “诸国陆行之所经也， 胡则一种， 法有数般。”②

这两条材料互相呼应， 可见杜环将从拔汗那至西海 （地中海） 的人群归为

同一类别。 这种划分方法并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民族识别， 而是体现了一种

文化类型的认知差异。 在杜环看来， 生活在东起拔汗那、 西至地中海的阿

拉伯帝国辖境内的广大人群， 在居住环境、 衣着服饰方面比较接近———与

中原地区建筑的木质结构不同， 当地的建筑以土石结构为主； 当地人的衣

服多用动物皮革或者棉花制成， 而非中原地区惯用的丝绸、 麻———因此他

们可以被归为中原文化之外的 “胡” 群体。 此外， 杜环在文本里强调这些

人无论男女皆穿靴子， 实则亦从服饰方面暗示了他们与中原人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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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 曰： “靴……本胡服， 赵武灵王服之。”① 《隋书·礼仪志》 载： “凡
舃， 唯冕服及具服著之， 履则诸服皆用。 唯褶服以靴。 靴， 胡履也， 取便于

事， 施于戎服。”② 尽管靴自隋代已出现在朝廷服饰制度的内容中， 但在一

定程度上仍是 “胡” 群体的身份象征物。 杜环还注意到当地女子 “不饰铅

粉， 以青黛涂眼而已”， 这与隋唐五代时期中原妇女的面妆风格不同。 有学

者指出， 彼时中原妇女多施红妆， 具体可以分为 “酒晕妆”、 “桃花妆”、
“节晕妆” 和 “飞霞妆”， 涂抹这些妆容时都会用到白粉和胭脂。③ 与中原妆

饰相对的是胡妆， 一度受到中原女性的喜爱。 元稹 《法曲》 曰： “自从胡骑

起烟尘， 毛毳腥羶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 伎进胡音务胡乐。”④ 当时白

居易也注意到这种胡妆的流行， 他在 《时世妆》 里写道： “时世妆， 时世

妆， 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 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

泥， 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蚩黑白失本态， 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堆髻

样， 斜红不晕赭面状。 昔闻披发伊川中， 辛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

取， 髻堆面赭非华风。”⑤ 白居易化用 《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６３８
年） 记载的周平王东迁过程中， 辛有在伊川见到北方民族的典故， 意在讽刺

胡妆在中原地区的盛行。 总之， 杜环在 《经行记》 中将中亚、 西亚和北非

地区的广大人群概括为 “胡则一种”， 实际上反映了其受传统华夏文化影响

的族群观念。
《经行记》 的整体性认知还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 针对中亚、 西亚和北

非地区族群众多、 宗教有别的情况， 杜环写道：
诸国……法有数般。 有大食法、 有大秦法、 有寻寻法， 其寻寻烝报

于诸夷狄中最甚， 当食不语。 其大食法者， 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 纵有

微过， 不至相累。 不食猪狗驴马等肉， 不拜国王父母之尊， 不信鬼神，
祀天而已。 其俗： 每七日一假， 不买卖， 不出纳， 唯饮酒谑浪终日。 其

大秦， 善医眼及痢， 或未病先见， 或开脑出虫。⑥

在杜环看来， “胡文化” 人群信仰的宗教， 大致包括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祆

教三 类。 “ 寻 寻 法 ” 即 祆 教， 伯 希 和 （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 沙 畹 （ Ｅｄｏｕ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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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 冯承钧认为 “寻寻” 系大食人对祆教徒的称呼。① 慧超 《往五

天竺国传》 也记载了崇信祆教的中亚地区盛行烝报婚俗， 其文曰： “ （安国

等六国） 极恶风俗， 婚姻交杂， 纳母及姊妹为妻。 波斯国亦纳母为妻。 其吐

火罗国， 乃至罽宾国、 犯引国、 谢 国等， 兄弟十人、 五人、 三人、 两人，
共娶一妻。 不许各娶一妇， 恐破家计。”② “大秦法” 即基督教， 由于阿拉伯

地区气候炎热、 光照时间长， 人们容易罹患各种眼部病症， 因此眼科及相关

医学比较发达。 景教徒伯赫帖舒曾任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与马

蒙的御医， 他的后人一连六七代都是名医， 受到王公贵族们给予的非常优渥

的待遇。③ “大食法” 即伊斯兰教， 白寿彝认为伊斯兰教法只惩罚罪犯本人

而不牵连其亲属， 因此 “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 纵有微过， 不至相累”。④

信守教义的穆斯林禁食不洁之物， 也不进行偶像崇拜， 他们只信仰真主， 向

真主做礼拜。 穆斯林每七天举办一次聚礼， 在聚礼期间， 他们不从事商业活

动， 可以饮酒纵情。 有学者提出伊斯兰教严禁饮酒， 因此 《经行记》 这里

提到的 “每七日一假” “唯饮酒谑浪终日” 应为基督教文化习俗， 此说恐不

准确。 希提 （Ｐｈｉｌｉｐ Ｋｈｕｒｉ Ｈｉｔｔｉ） 认为在倭马亚与阿拔斯王朝时期，⑤ 穆斯林

集体或单独饮酒是常见现象， 《乐府诗集》 和 《天方夜谭》 记载了大量纵酒

狂欢的故事， 甚至连哈里发、 王公大臣等人也忽视这项戒律。⑥ 所以杜环所

记的 “唯饮酒谑浪终日”， 应当是对当时阿拉伯地区伊斯兰社会风俗的真实

写照。
虽然杜环将 “寻寻法”、 “大秦法” 与 “大食法” 相提并论， 视为西亚、

北非广大人群主要信奉的三种宗教， 但从记叙的详略程度不难发现， 《经行

记》 实际反映的是阿拉伯帝国统治下， 以伊斯兰教为主， 祆教、 基督教等多

种宗教共存的局面。 阿拔斯王朝作为政教合一的政权， 在其境内推行伊斯兰

教教法， 因此杜环所经各地皆可见伊斯兰教的影响， 比如 《经行记》 关于

末禄国的记载： “其俗以五月为岁……其俗礼天， 不食自死肉及宿肉， 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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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涂发。”① 以五月为岁 （首） 的习俗体现的正是伊斯兰教历法的内容， 而

“其俗礼天， 不食自死肉及宿肉， 以香油涂发” 与杜环在大食国所见亦同，
反映的都是穆斯林谨遵教义做礼拜和禁食， 并用香油涂抹头发的宗教习俗。
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帝国治下的族群影响显著， 不过杜环到达时正值阿拔斯王

朝建立初期， 此时帝国的宗教政策还比较宽容， 祆教、 基督教等宗教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杜环在 《经行记》 里也注意到其他宗教的情况。 只

是与对伊斯兰教及其影响的描述相比， 书中有关其他宗教的记载较简短， 这

从总体上反映了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宗教文化状况。
杜环不同于玄奘、 慧超等人， 他不是一位宗教僧侣， 也没有求法传道的

宗教使命， 因此 《经行记》 与 《大唐西域记》 等行记相比， 对各地宗教状

况的关注不是特别突出。 然而透过杜环的笔触， 仍能感受到中亚、 西亚与北

非地区不同宗教文化对当地族群的深刻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 《经
行记》 的民族志价值。

三、 《经行记》 记录的地域风俗与多元社会

杜环 《经行记》 虽已散佚， 但其被收录在 《通典》 里的部分保留了大

量的民族志材料。 受到 《通典》 编纂体例的影响， 这些民族志内容分散于

《边防典》 的许多条目之下， 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线索。 张一纯认为

王国维校录本的体例不佳， 因此其笺注本改依 《通典》 所引 《经行记》 先

后顺序进行整理，② 这种做法实有不妥。 典章体史书与纪行史书的内容编

排存在很大差异， 若将其文意割裂， 易混淆读者对杜环行经路线的认识。
因此本文在考察 《经行记》 的民族志内容时， 选择按照杜环行经国家和地

区自东到西、 由陆及海的大致路线进行编次整理， 以期更加清楚地呈现各

地的风俗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③ 需要说明的是， 《经行

记》 作为一部古代民族志， 作者杜环无法依据现代的民族和族群概念去划

分人群， 而是沿用了传统地理知识体系里的国家或者政权名称， 以称呼那

些不同文化的人群以及人群集合。 这就造成在同一个国家的条目之下， 作

者其实同时记述了多个文化相异的民族———这客观反映了唐代西域及中亚

诸国是多民族社会的历史事实。 因此， 为了呈现不同政权下各民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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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过程， 以及避免割裂文意， 本文仍采取 “国别” 的分类形式来解析

这些民族志材料。
（一） 拔汗那国

拔汗那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 《大唐西域记》 作 “ 捍

国”，① 《往五天竺国传》 作 “跋贺那国”。② 这是杜环在怛罗斯一战被俘后

前往呼罗珊的第一站。 杜环注意到拔汗那 “国 （土） ［主］ 有波罗林， 林下

有球场”，③ 向达认为此处球场 “必为波罗球场无疑”， 并指出波罗球是一种

“马上打球之戏”， 发源于波斯， 后传至中亚， 于唐太宗时传入中国。④ 黄聪

不同意这一说法， 他认为盛行于波斯的马球运动很可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

响。⑤ 学者们关于马球在中国的流传已进行了很多研究， 不过就其起源地尚

未达成一致意见。⑥ 向达指出马球在波斯语里写作 “ｇūｙ”， 似可与 “球” 字

对音， 实际上 “球” 的中古构拟音为 “ｇǐɘｕ”， 是群母尤韵三等字， 与波斯

语 “ｇūｙ” 的发音有所不同。 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社会都曾流行打马球， 现代

英语里用 “ｐｏｌｏ” 一词指称该项运动。 虽然 “ｐｏｌｏ” 与 “波罗” 音近， 但杜

环 《经行记》 只提到波罗林下有球场， 并没有进一步说此球就叫波罗球，
所以就此讨论马球的起源似乎意义不大。

波罗林即婆罗树， 亦称娑罗树。 《酉阳杂俎》 言： “天宝初， 安西道进

娑罗枝， 状言： ‘臣所管四镇， 有拔汗那， 最为密近。 木有娑罗树， 特为奇

绝。 不庇凡草， 不止恶禽。 耸干无惭于松栝， 成阴不愧于桃李。 近差官拔汗

那， 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⑦ 唐人李邕撰有 《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
其文曰： “婆罗树者， 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已。 婆娑十亩， 映蔚千人， 密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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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缀飞飙， 高盖足以转流景。 恶禽翔而不集， 好鸟止而不巢， 有以多

矣。”① 由此可知拔汗那国系婆罗树的原产地， 这种植物的特点是枝干高大、
树叶密集， 所以在婆罗树下开设球场， 能为参与球赛的人们遮阳挡风。 唐代

西域民族喜爱球类运动， 唐人封演记载： “太宗常御安福门， 谓侍臣曰：
‘闻西蕃人好为打球， 比亦令习， 曾一度观之。 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
欲令朕见。 此胡疑朕爱此， 骋为之……’”② 这与 《经行记》 里 “拔汗那

国” 有球场的记载恰可互相印证。
（二） 康国

《经行记》 曰：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 一名萨末建。 土沃人富，
国小， 有神祠名 （祆） ［拔］。 （诣） ［诸］ 国事者， 本出于此。”③ 康国即

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 《北史》 作 “悉万斤国”，④ 《大唐西域

记》 作 “飒秣建国”。⑤ 杜环谓 “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 其地理记

载有误， 两者的位置关系实际上恰恰相反， 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⑥ 康国

是西域粟特人的聚居地之一， 他们擅长贸易、 崇信祆教。 《大唐西域记》
曰： “异方宝货， 多聚此国。”⑦ 《新唐书·西域传下》 言： “ （康国） 善商

贾， 好利， 丈夫年二十， 去傍国， 利所在无不至。 以十二月为岁首， 尚浮

图法， 祠祆神。”⑧ 杜环称 “ （诣） ［诸］ 国事者， 本出于此”， 表明祆教

对当地政治有直接影响。 《北史·西域传》 曰： “ （康国） 有胡律， 置于祆

祠， 将决罚， 则取而断之。 重者族， 次罪者死， 贼盗截其足。”⑨ 亦可

佐证。
（三） 末禄国

末禄国即今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城， 汉文文献也作 “木鹿” “穆国”
“木麤” “马鲁” 等。 杜环随阿拉伯军队来到末禄， 此地是阿拔斯王朝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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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珊省的首府。 杜环发现末禄城里 “有两所佛寺”， 可见即便在伊斯兰教

主导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情况下， 佛教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宗教政策相对宽容。 末禄地区 “村栅连接， 树木交

映， 四面合匝， 总是流沙”，① 亚历山大·阿金认为这是当地人植树防沙的

一种方式， 末禄恰好位于卡拉库姆沙漠的东南缘， 从卡拉库姆沙漠吹来的

风沙对中亚人民生活影响很大， 至今仍能在此看到许多被树林围合的小

村庄。②

杜环对末禄的观察十分细致： “南有大河， 流入其境， 分渠数百， 溉灌

一州。 其土沃饶， 其人净洁。 墙宇高厚， 市廛平正， 木既雕刻， 土亦绘画。
又有细软叠布， 羔羊皮裘， 估其上者， 值银钱数百。”③ 从地理位置来看，
这条 “大河” 即阿姆河。 阿姆河从末禄城外流过， 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

灌溉便利。 作为呼罗珊省的首府， 末禄城里的建筑高大坚固、 规划有序。 城

内居民工艺精巧， 他们不仅擅长绘画雕刻， 而且制作的锦衣、 皮衣质地优

良， 档次高者能值数百银钱。
《经行记》 还记载了末禄地区的节日与风俗： “其俗以五月为岁， 每岁

以画缸相献。 有打球节、 秋千节， 其大食东道使镇 ［于］ 此。 从此至西海

以来， 大食波斯， 参杂居止， 其俗礼天， 不食自死肉及宿肉， 以香油涂

发。”④ 按伊斯兰历推算， “以五月为岁” 大概发生在唐天宝十四载到至德二

载 （７５７ 年） 间， 而根据怛罗斯之战的时间推断， 杜环从被俘到跟随阿拉伯

军队返回呼罗珊， 大约是在天宝十载至十一载， 这说明杜环在末禄地区可能

停留了至少三年。 末禄人喜爱体育竞技运动， 他们会定期举办打球节和秋千

节。 打球即打马球， 参与者分为两队， 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 击入对方球门

得分多者胜出。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 很难判定末禄的打球节究竟是受波斯还

是中国的影响而产生的， 因为波斯文文献与汉文文献在公元 ６、 ７ 世纪同时

出现了有关马球的最早记载， 而且内容反映出两地的马球运动已经比较成

熟， 无法就此断定哪里才是马球的起源地。⑤

（四） 大食国

《经行记》 所记 “大食国” 实为阿拔斯王朝的亚述地区。 杜环随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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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军前往大食国腹地和摩邻国执行任务时， 途中经过亚俱罗。 夏德、 冯承

钧和张一纯认为 《经行记》 所记亚俱罗即大食的国都库法，① 宋岘则提出

杜环笔下的亚俱罗城系正在建设的大食新都巴格达。② 相对来说， 宋岘结

合中外史料进行的考证， 观点较为可信。 在 《经行记》 中， 杜环关于大

食国的记载最为详尽， 也是该书民族志内容最为集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

“对于大食国的某些政治、 经济、 地理情形， 杜环的记载比同期的阿拉伯

人的记载要早得多”，③ 这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其重要意义。 兹将相关内容移

录于下：
大食一名亚俱罗。 其大食王号暮门， 都此处。 其士女环伟长大， 衣

裳鲜洁， 容止闲丽。 女子出门， 必拥蔽其面。 无问贵贱， 一日五时礼

天， 食肉作斋， 以杀生为功德。 系银带， 佩银刀， 断饮酒， 禁音乐。 人

相争者， 不至殴击， 又有礼堂， 容数万人。 每七日， 王出礼拜， 登高座

为众说法曰： “人生甚难， 天道不易， 奸非劫窃， 细行谩言， 安己危人，
欺贫虐贱， 有一于此， 罪莫大焉。 凡有征战， 为敌所戮， 必得生天， 杀

其敌人， 获福无量。” 率土禀化， 从之如流。 法唯从宽， 葬唯从俭， 郛

廓之内， （里） ［廛］ 闬之中， 土地所生， 无物不有， 四方辐辏， 万货

丰贱， 锦绣珠贝， 满于市肆。 驼马驴骡， 充于街巷， 刻石蜜为庐舍， 有

似中国宝舆。 每至节日， 将献贵人， 琉璃器皿， 鍮石瓶钵， 盖不可 （数
算） ［算数］。 粳米白面， 不异中华。 其果有 （楄桃） ［偏桃人］， 又千

年枣， 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 味甚美， 余菜亦与诸国同。 葡萄大者如鸡

子。 香油贵者有二： 一名耶塞漫， 一名没匝师， 香草贵者有二： 一名查

塞菶， 一名 （葜） ［棃］ 芦茇。 绫绢机杼， 金银匠， 画匠， 汉匠起作画

者， 京兆人樊淑、 刘泚， 织络者， 河东人乐 、 吕礼。 又以橐驼驾车，
其马， 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 腹肚小， 脚腕长， 善者日走千里。
其驼小而紧， 背有孤峰， 良者日驰千里。 又有驼鸟， 高四尺以上， 脚似

驼蹄， 颈项胜得人骑， 行五六里， 其卵大如 （三） ［二］ 升。 又有荠

树， 实如夏枣， 堪作油， 食除瘴。 其气候温， 土地无冰雪。 人多疟痢，
一年之内， 十中五死。 今吞灭四五十国， 皆为所役属， 多分其兵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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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尽于西海焉。①

“暮门” 系阿拉伯文的汉字译音， 意为 “信仰者的领袖”。 阿拉伯人身材高

大， 衣服整洁， 举止从容。 女子头戴面巾， 这种习俗被认为是受到伊斯兰教

的影响。 明人马欢 《瀛涯胜览》 亦载： “ （天方国） 妇人俱戴盖头， 莫能见

其面。”② 杜环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大食人的风俗与文化， 其中突出反映了 ８
世纪中叶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的一些具体情况。 他在文中谈到伊斯兰教的

宗教仪式与规定， 如穆斯林不许饮酒， 也不许听音乐， 要进行每日五次的

礼拜和每七天一次的聚礼， 举行聚礼时信众们会聚于礼堂， 由宗教领袖登

高说法、 讲解教义。 一般认为， 《经行记》 是最早记录伊斯兰教详情的汉文

文献， 作者杜环 “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是比较客观的”， “他的记录既简洁扼

要， 又正确得当”，③ 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大食国刑罚较轻， 丧葬仪

式也比较简单。 国都里商业繁荣， 各色物品琳琅满目， 贸易往来热闹非凡。
当地人在修建房屋时会添加石蜜， 这是一种甜味佐料， 亚历山大·阿金认

为在建筑上涂抹石蜜， 不仅更美观， 而且有防水的功效。④ 实际上， 就杜环

所言 “从此 ［国］ 至西海， 尽居土室” 来看， 添加石蜜或许还有提高建筑

强度的效用。 《经行记》 还提及数位来自唐朝内地的汉人工匠， 有学者认

为他们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至大食国的， 也有学者认为他们在杜环之前就已

来到大食国， 并始终从事技艺工作。⑤ 此外， 大食国出产的单峰骆驼、 马以

及驼 （鸵） 鸟， 都可以用作交通载具； 荠树果实则能够炼油， 并治疗威胁

当地人健康的瘴疾。
（五） 苫国

苫国即今之叙利亚。 公元 ６６１ 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定都大马士革， 建

立倭马亚王朝， 汉文文献称之为 “白衣大食”。 杜环到达苫国时， 倭马亚王

朝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阿拔斯王朝， 史称 “黑衣大食”。 与此同时， 阿

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由叙利亚转移到了伊拉克地区。 夏德认为苫国即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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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ｓｈâｍ” 的译音。① 关于 “ｓｈâｍ” 的词源， １０ 世纪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

在 《黄金草原》 里介绍了三种说法。 一是表示 “左边”， 因为叙利亚在麦加

克尔白的左侧方位； 二是表示 “不祥”， 与也门表示 “吉祥” 相对； 三是表

示出现在土地、 岩石和各种植物上的 “黑色和白色的斑点”， 据说这种斑点

当时常见于叙利亚地区。②

《经行记》 称苫国人 “造屋兼瓦， 垒石为壁。 米谷殊贱”，③ 当地的建筑

形制与经济生活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 希提指出， 叙利亚的地质结构以

石灰岩为主， 因此这种石头是当地建筑的主要材料。④ 叙利亚沿海和北部地

区属于地中海气候， 夏季炎热干燥， 冬季温和多雨， 季节性降雨有时非常猛

烈， 甚至还有摧毁克尔白的危险，⑤ 所以这里的建筑在房顶铺有瓦片， 既能

够防止雨水渗漏， 也可以阻隔热气。 叙利亚大马士革西部和南部的戈兰高地

土壤肥沃， 盛产小麦， 是阿拉伯帝国主要的粮食产地， 因此杜环注意到这里

常有 “商客籴此粜彼， 往来相继， 人多魁梧， 衣裳宽大， 有似儒服”。⑥ 生

活在西亚、 北非广阔沙漠和草原地带的贝都因人， 各方面恰好符合杜环笔下

的商客形象。 贝都因人以游牧为生， 逐水草而居， 他们充当中间人， 与定居

叙利亚和伊拉克河谷的人们进行贸易。⑦ 在外形上， 希提称贝都因人 “是一

捆神经、 骨骼和肌肉”， 由其体格 “可以窥见沙漠的硗瘠和荒凉”， 并且他

们的服装 “是象食物一样缺乏的： 一件长的衬衫， 一条带子和一件宽舒而飘

垂的上衣……裤子是不作兴穿的， 鞋袜是希罕的”。⑧

《经行记》 记载苫国 “北接可萨突厥， 可萨北又有突厥， 足似牛蹄， 好

噉人肉”。⑨ 此处提及的体形奇异的人群， 在其他文献里也能找到相关记载。
五代后晋胡峤 《陷辽记》 云： “ （黑车子） 又北， 牛蹄突厥， 人身牛足。” 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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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颜引敦煌文书 《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 中关于驳马北砂碛大山对面

有 “足如牛蹄， 身长茸毛， 食人肉” 之人的记载， 指出此乃因狩猎部落追

逐野兽时脚下系有雪橇而产生的讹传。① 亚历山大·阿金指出， 藏文文献将

这群人记为 “ｕｄ ｑａｄａｑｌ”， 所谓 “牛蹄突厥” 实际上是因其活动地域远离人

类定居中心， 从而形成的关于他们的各类轶闻之一。② 生活在寒冷地区的少

数民族， 服饰上常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比如汉代西南夷之一的 “附国” 人

“衣多毼皮裘， 全剥牛脚皮为靴”，③ 他们为了适应高海拔的寒冷气候， 穿着

牛脚皮制成的皮靴保暖。 杜环描述的 “足似牛蹄” 的突厥人， 很可能就是

一支惯穿牛脚皮靴的游牧民族。 古代中原称皮鞋为 “鞮”， 不过其形制均为

浅口低帮。④ 《说文·革部》 记载： “鞮， 革履也。 胡人履连胫， 谓之络

鞮。”⑤ 类似络鞮的高帮皮鞋， 可以很好地起到防寒抗冻作用。 我国现存最

早的络鞮实物出土于新疆楼兰罗布泊孔雀河古墓， 以牛皮制成， 帮达于胫，
帮上开一豁口， 以便穿着， 穿入后以小皮条连系。⑥ 这进一步说明， “足似

牛蹄” 也许与牛蹄皮靴有关。
（六） 拂菻国

拂菻国是中古时期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称谓， 在汉文文献里也写作 “大
秦”。 《经行记》 记载了拂菻国人的相貌、 服饰、 习俗以及该国手工业的状

况： “其人颜色红白， 男子悉著素衣， 妇人皆服珠锦， 好饮酒， 尚干饼， 多

（工） ［淫］ 巧， 善织络， 或有俘在诸国， 守死不改乡风， 琉璃妙者， 天下

莫比。”⑦ 《后汉书》 载： “ （大秦人） 皆髡头而衣文绣。”⑧ 《旧唐书》 言：
“ （大秦） 风俗， 男子翦发， 披帔而右袒， 妇人不开襟， 锦为头巾。”⑨ 《北
史》 曰： “其人端正长大， 衣服、 车旗， 拟仪中国， 故外域谓之大秦。”􀃊􀁉􀁒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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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手工业比较发达， 不仅在丝织方面卓有成就，① 而且玻璃制造业也冠

绝一时。 《魏略》 有载： “大秦国出赤、 白、 黑、 黄、 青、 绿、 缥、 绀、 红、
紫十种琉璃。”②

杜环注意到拂菻以西的西海中有 “鬼市”， 《经行记》 曰： “西海中有

市， 客主同和， 我往则彼去， 彼来则我归。 卖者陈之于前， 买者酬之于后，
皆以其直置 （于） ［诸］ 物旁， 待领直然后收物， 名曰 ‘鬼市’。”③ 这段记

载与法显在师子国看到的场景有些相似： “诸国商人共市易， 市易时鬼神不

自现身， 但出宝物， 题其价直， 商人则依价置直取物。”④ 不过法显描述的

鬼市在东南亚， 显然与杜环笔下的西海鬼市相去甚远。 然而夏德认为这两者

是一回事， 描述的都是锡兰的物物贸易， 而这种以物易物的习俗， 可能与土

著居民怕羞有关。⑤ 亚历山大·阿金认为， 杜环对拂菻国的描述过于简略，
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去过那里， 而只是把从其他商人和旅行者处听来的传闻

记录了下来， 所以他也许并没有真正见到鬼市。 在亚历山大·阿金看来， 鬼

市是语言相互不通的人做生意的场所， 其交易形式在非洲、 印度和马来半岛

很常见。⑥ 实际上， 当时地中海地区的确存在无须露面的以物易物的市集。
马苏第写道： “他们在交易时不露面， 也不与异教族商人交谈。 他们把自己

的商品摆在那里就退去， 翌日便在每个包裹前发现一些金条。 如果他们接受

这一交易， 便取走金条而留下商品； 在相反的情况下， 他们便携回商品而不

触动金条； 为了表示他们希望一个更高的价格， 便把黄金与商品都留下。 这

种交换方式在马格里布和西吉赛地区是很著名的。”⑦ 杜环与马苏第的记载

基本一致， 这说明 《经行记》 中有关 “鬼市” 的内容是颇为准确的。 此外，
杜环还提及在拂菻国西 “有女国， 感水而生”，⑧ 这是他听闻得知的，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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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颇略。 《大唐西域记》 载 “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 皆是女人， 略无

男子。 多诸珍货， 附拂懔国， 故拂懔王岁遣丈夫配焉。 其俗产男皆不举

也”，① 内容较 《经行记》 更加丰富。
（七） 摩邻国

关于杜环 《经行记》 所记的摩邻国的地理位置， 学界聚讼不已， 有马

林迪说、 曼迪说、 摩洛哥或马格里布说、 阿克苏姆说和马里说等， 其中推测

摩邻国在今摩洛哥或马格里布一带的说法比较可信。② 杜环称摩邻国 “其人

黑， 其俗犷”，③ 宋岘根据实地调查指出， 虽然现在北非地区有很多自称阿

拉伯人的居民， 但其相貌、 肤色皆与撒哈拉以南的黑人一样。 因之杜环描述

摩邻国 “其人黑” 是准确的， 此地曾是柏柏尔人、 黑人的家园。④ 杜环还写

道： “少米麦， 无草木， 马食干鱼， 人餐鹘莽， 鹘莽， 即波斯枣也。 瘴疠特

甚。”⑤ 可见摩邻国气候炎热干燥， 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 当地多枣树， 其

人以枣为餐饭。 杜环称这种枣为 “鹘莽”， 也就是 《北史·西域传》 中的

“千年枣”，⑥ 《酉阳杂俎》 所记的 “窟莽”。 段成式在 《酉阳杂俎》 “波斯

枣” 条下写道： “出波斯国， 波斯国呼为窟莽。 树长三四丈， 围五六尺。 叶

似土藤， 不凋。 二月生花， 状如蕉。 花有两甲， 渐渐开罅， 中有十余房。 子

长二寸， 黄白色， 有核， 熟则紫黑， 状类干枣， 味甘如饧， 可食。”⑦ 中国

亦曾引入波斯枣树， 在成都和泉州等地区皆有种植， 元人陶宗仪记载： “泉
州万年枣三株。 识者谓即四川金果也。 番中名为苦鲁麻枣。”⑧ 经劳费尔考

证， “鹘莽”、 “窟莽” 和 “苦鲁麻” 皆是中古波斯语 “ｋｈｕｒｍａｎｇ” （椰枣）
的译写， 现代波斯语写作 “ｋｈｕｒｍ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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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师子国

杜环由海路返回中国， 途经师子国， 即今斯里兰卡， 他称该地 “亦曰新

檀， 又曰婆罗门， 即南天竺也。 国之北， 人尽胡貌， 秋夏炎旱。 国之南， 人

尽獠面， 四时霖雨， 从此始有佛法寺舍。 人皆儋耳， 布裹腰”。① 伯希和认

为杜环称师子国为 “新檀” 殊不可解， 张一纯提出 “新檀” 即阿拉伯语

“Ｓｅｒｅｎｄｉｂ” 的对音， 指的正是锡兰。② 与 《经行记》 不同的是， 《大唐西域

记》 没有把师子国 （僧伽罗国） 视为五天竺之一的南天竺， 而称为 “非印

度之国”， 并强调自师子国北行至恭建那补罗国才进入南印度境内。③ 杜环

称斯里兰卡以北 “人尽胡貌”， 以南 “人尽獠面”， 这与玄奘的记载比较接

近。 《大唐西域记》 曰： “ （僧伽罗） 国南浮海数千里， 至那罗稽罗洲。 洲人

卑小， 长余三尺， 人身鸟喙。 既无谷稼， 唯食椰子。”④ 而师子国以北的秣

罗矩吒国则是 “气序炎热， 人多厘黑”。⑤ 师子国人崇信佛法， 不唯杜环注

意到 “从此始有佛法寺舍”， 《大唐西域记》 和 《法显传》 中皆有该地佛教

兴盛的相关记载。
杜环谓师子国 “人皆儋耳， 布裹腰”， 应劭注 《汉书·武帝纪》 “儋

耳郡” 言： “儋耳者， 种大耳。 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 下肩三寸。” 又张

晏曰： “儋耳之云， 镂其颊皮， 上连耳匡， 分为数支， 状似鸡肠， 累耳下

垂。”⑥ 周去非 《岭外代答》 称： “盖南蕃及黎人， 人慕佛相好， 故作大环

以坠其耳， 俾下垂至肩。 实无益于耳之长， 其窍乃大寸许。”⑦ 这三种说

法虽然各有所异， 但是都反映出 “儋耳” 的特点是耳朵形状较常人为大。
至于师子国以布缠腰的习俗， 马欢 《瀛涯胜览》 也有类似的记载： “ （锡
兰） 男子上身赤剥， 下围色绿手巾， 加以压腰。”⑧ 这或许与当地炎热的

气候有关。
至此， 读者通过 《经行记》 得以从衣食住行和宗教文化等方面，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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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 ８ 世纪中叶中亚至北非广大地区不同族群的生活概况。 杜环首先从

外貌和衣着服饰来描述他接触的人群， 如大食国 “其士女环伟长大， 衣裳

鲜洁， 容止闲丽”， 拂菻国 “其人颜色红白”， 摩邻国 “其人黑” 等， 这些

都是因地域、 气候等条件造成的族群差异的可视化符号。 除了体貌特征以

外， 杜环还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划分不同人群， 在他看来， 生活在这片广

阔区域的人群可大致分为穆斯林、 基督徒以及祆教徒三种。 也就是说， 衣

着外貌相近的族群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 而拥有共同信仰的族群

或许在长相和服饰方面彼此有别。 至于究竟如何界定这些民族， 杜环采用

的方法非常简单， 即把他们都归入 “胡” 的范畴， 也就是生活在中华文化

圈之外的群体。 相较于政治、 军事方面， 杜环更加注重记述各地 “胡” 群

体的社会与文化， 比如当地的宗教传统、 节日民俗、 经济生活以及体育项

目等。 这些内容的撰述皆基于杜环长期的深入观察， 它们有机地构成了一

个具有层次的叙事整体， 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只言片语的介绍， 从而

整体呈现了观察对象的社会与文化。 此外， 从民族志角度审视杜环的记载

还能发现， 尽管其中存在大量具有 “猎奇” 色彩的主观认知， 但这些描写

能够在其他语种的材料里得到印证， 反映出作者秉持着严谨、 认真的写作

态度， 这就为与作者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提供了有关域外文化的比较

可靠的信息与知识。

四、 结语

《经行记》 是唐代关于域外文化的一部汉文民族志文献， 它的内容涉及

中亚、 西亚和北非等地区的物产风俗、 宗教信仰、 民族文化以及中外交通等

诸多方面。 通过比对不同语种的相关民族志文献可以发现， 《经行记》 的可

信度颇高， 以致后世常将之视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与域外交流的宝贵史料。
因为 《经行记》 的存在， 彼时中原内地对中亚、 西亚和北非等地区的认知，
不再是夹杂于浩瀚史料里的零星片段， 而是形成了一种较为集中且完整的知

识体系。
《经行记》 作者杜环熟稔汉文化， 同时也受到自身文化视角的局限， 其

笔下的异域社会文化是以汉文化为参照而展开叙述的。 如他见到巴格达城里

的房舍时称其外形 “有似中国宝舆”， 提到该地的粮食作物时感叹 “粳米白

面， 不异中华”， 又如他注意到苫国商客的宽大衣袍时谓之 “有似儒服”，
这些都反映了杜环描述 “他者” 时的汉文化视角。 《经行记》 虽由汉文写

成， 但记述对象却是别具特色的异文化， 如伊斯兰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 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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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等， 因此文本的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东、 西方文化的交织与碰撞， 用

汉字译音表示异域物产的例子比比皆是， 以中原仪轨制度比照西亚、 北非法

规习俗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杜环利用集体性的呈现方式和整体性的叙事结

构， 将陌生的域外文化通过汉字转变为中原文人易于理解的一种 “地方性知

识”， 偌大的中亚、 西亚以及北非地区由此变得不再遥远———那里人们的起

居饮食与中原多有相似之处， 甚至还有汉人工匠在彼处工作生活。 杜环基于

汉文化中的社会整体观和知识体系去观察、 描述中华文化圈以外的多民族社

会， 对唐代及后世中国如何认识世界、 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做出了独

特的知识贡献。
通过 《经行记》 这部典型的古代民族志文献， 我们还能看到作者杜环

在域外文化的冲击下， 对自身文化认同意识的一再强调。 杜环在中亚、 北非

等地的长期生活， 使他能够深入当地的社会与族群， 观察并记录下普通民众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过杜环自身的文化背景与其到访的这些地区迥然不

同， 这就使他不得不以母文化为参照来呈现异域社会。 在此过程中， 杜环把

中亚、 北非等地的人群统称为 “胡”， 这些相貌有别、 文化各异的族群被杜

环看作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整体， 亦即一个生活在中华文化圈之外的共同

体。 受到华夷之辨、 大一统观念等思想的影响， 杜环撰写 《经行记》 时不

自觉地放大了中华与 “胡” 的概念的使用范围。 后世汉文史书在采用 《经
行记》 里的知识性内容的同时， 也潜在地向读者群体不断传递着杜环个人对

华夏文化的认同。 这种文化认同通过民族志文本的再生产与知识传播得到反

复巩固， 客观上促进了人们重新审视唐代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与世界文化

的关系， 并且有利于揭橥中华整体观念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发展

的历史基础与内在动力。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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